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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在2010年10月23日舉辦了一場論壇，主題為

「逼走了一個教學特優教師以後：對大學理念與評鑑、升等制度的省

思」。由於當時討論非常熱烈，之後也在網路社群引發迴響，所以本期

左異聲響延續論壇的焦點，以「高教發展與評鑑制度」為專題，特別選

在高教體制導入全國性的系所評鑑制度且完成第一輪的審查之後，由

四篇專題文章做出回應，也藉此重新反思台灣高等教育的理念、意義

與價值。

為什麼高等教育需要評鑑制度？黃厚銘的〈台灣社會科學學術評鑑

制度的理想與現實：以社會學為例〉回溯了評鑑制度的來龍去脈，說明

現今台灣社會學為何建立研究評量的量化指標以及背後的理念：設定

客觀標準，卻除學閥寡占，也彰顯社會學足以和自然、工程領域匹配

的「科學」價值。然而，社會學採用何種評量標準與機制來衡量學術工

作者的專業表現，本身就是一個必須慎重討論的議題。以目前所採用

的SSCI 及TSSCI期刊論文資料庫而言，SSCI其實是Thomson商業公司

所建立的資料庫，是先以商業考量決定收錄哪些期刊，再自行區辨其

核心價值，並不是由該領域專家學者統攝所有研究成果、經客觀審查

所排定的；而後者也不過是台灣地區少數學者略過引文索引原理所建

構的「由上而下」學術整頓機制。以此二者作為學術工作者研究能力的

優劣評量與唯一標準，結果不但忽略了非英語系國家之外的研究成

果，也造成學術工作者為了追求篇數、含混掛名的文化亂象。而顯現

在大學校園內部的，則是具壓迫性的研究績效評量，不受重視的教學

工作，以及不被認可的社會服務與社會參與。

徐進鈺的〈台灣的大學學術評鑑治理術〉則更進一步闡述了導入評

鑑制度後，台灣的高教體系產生了何種巨大的變化。他認為，強化個

人競爭力是評鑑制度帶來的一個最重要馴化機制。當各種評鑑制度及

國科會審查過程，都可以輕易地將個別研究工作者的表現清楚地量化

並得出總分時，原本具進步性的學術審查對話，反而被一套一體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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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機械計算過程取代了。這套機制不但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個人點數與

績效的排行榜，同時也使研究工作者變成高度自律的理性主體。為了

追求更好的、更具競爭力的專業成果，現今分發給少數（頂尖）大學的

五年五百億經費，成為最具指標性的自律績效與傑出獎勵。然而，這

筆款項並不是依照完善規劃或社會需求來分配，而是各個具企業家精

神的研究者組成的「卓越」團隊彼此競標。這擺明了，評鑑制度真正養

成的不是優秀的研究能力，而是盲目的利益爭奪。時時刻刻面對專業

績效與限時出版的壓力，學術工作者既無法反抗也無力改變評鑑制

度。影響所及，評鑑制度不但扼殺學術工作者參與社會實踐的意願與

對話，更可能培養出專業視野越來越狹隘的、不具整合批判能力的、

不以創新思考為職志的、無力負起公共責任的知識份子。最後，追根

究底地說，這套強調國際競爭力的大學學術治理術，真正的貢獻就是

建構理性、自律但缺乏社會意識的個體，而這些個體又回頭來進一步

鞏固、強化這個體制。

重點是，現行的評鑑制度並不只是使個人研究成果績效化而已，

也主導著後續的制度發展與學術走向。李威儀的〈有錢趕快撈的彈性薪

資制度〉即是站在大學教師的立場，清楚點出了政府部門晚近針對各大

學學術工作者所實施的彈性薪資制度，如何引發了行政機構權責份際

不清與侵犯大學自治的問題。在導入各種評鑑制度之後，彈薪制度企

圖藉由學術工作者的績效，來設定薪資的差異化，以期達成獎優汰劣

之效。如果此舉是為了減緩優秀學術人才因薪資差異而至他國任教，

效果可能極為有限，長期來看，甚至會帶來更大的問題。首先，彈薪

制度的經費來自於教育部及國科會，但二者對經費的使用認知差異頗

大。其中，國科會除了主動要求各校制訂給付規則，以檢視各校是否

依照它的標準辦事外，甚至再度審查接受獎勵者的資格是否合宜，才

予以補助。因此，國科會似乎藉著發放經費的方式，將政府高層的意

志灌注到所有的大學，直接介入各大學的內部治理。其次，此制度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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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建制化，則可能在高教體系內植入與能力差異無關的、極度嚴重的

不平等，因為國科會本身不但以學術行政主管之姿制訂標準（其實就是

黃厚銘所討論的量化指標），建立了凌駕各校各領域的實質權威，而

且，許多制訂、審查此運作規則者，本身也在大學任教，因為最有決

定權也最瞭解經費運用規則，早已佔據了最有利的位置，這樣的彈薪

制度，不正是刻意地開啟圖利自家人、獨厚特定關係人的管道嗎？

劉雅芳的〈從「樹人」到「術人」：反思台灣大學教育的主體性〉則是

以博士生的身份，站在受教學生的角度，提出一個根本問題：高等教

育，所為何來？她所要強調的是，作為高等教育機構，大學的職責是

「百年樹人」，而非「專業技術工人」的操練擺設；是樹立人文典範，而

非堆疊不具意義的生產績效。高等教育既然肩負著人才培育的社會責

任，就應該以作育英才為職志，然而，當前重研究輕教學的大學評鑑

價值，正在變相地驅逐大學的教育功能—學生眼中的校園圖像就

是：過度操勞的學術工作者，無暇與學生討論問題。以致於，大學教

育「百年樹人」的象徵，已逐漸地被轉化為速食加工業般的「術人」。同

時，在一切以量化指標為準的前提下，高等教育的公平性更必須加以

檢視，因為現行評鑑制度所造就的資源分配法則，正在加深高等教育

的階層化與區域差異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一環─培

養人文典範─也在論文期刊化，績效數字化中淪喪了。難道台灣就只

能繼續景仰、繼續期待展現完整思想與書寫高深理論的國外大師著作

嗎？

劉雅芳文章中最後的提問—何時我們才能自信滿滿地期待台灣學

者的出版與影響，而不只是仰仗SSCI的背書？—可能是許多學術工作

者都難以回答的。這不只是對高教學術體制的質疑，更深深切入學術

工作者專業化與自主性的問題。如果評鑑制度帶來的研究績效壓力，

已經不容許個別學術工作者發揮各自的專業價值，如果評鑑制度已全

面地限制了他們的自主性，那麼，在此種高教氛團中，我們又如何能



265「高教發展與評鑑制度」專題引言

夠期許，學術工作者能自由自主地累積自身研究成果？我們又如何能

夠冀望，大學真能實踐其百年樹人的重責大任？


